
 

 

环境污染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来自环保问责制的证据

张    华1，2

（1.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2.  南京审计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现有文献较少关注环境污染的就业效应，并且忽略了环境污染的

内生性问题。文章基于 2003−2013 年中国 28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根据 2005 年底环保问责制政策引

起的两控区城市与非两控区城市 SO2 排放的外生变化，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识别了 SO2 排

放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SO2 排放量每增加 1%，劳动力就业人数则减少 0.3345 个百分点；

SO2 排放显著制约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但增加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SO2 排放的

就业抑制效应在高经济发展和高人力资本的子样本中更为显著；环保问责制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

“周期性波动”特征，短期效果明显，而长期效果则大打折扣。就经济成本看，SO2 排放每年导致的就

业损失超过 250 万人，经济损失年平均在 540 亿元左右，且成本逐年上升。文章的研究结论阐释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寓意，从劳动力就业视角为环境政策的成本效益评估提供了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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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

更充分就业。从就业情况看，2000 年以来，整体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基本上保

持稳定的上升趋势，而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则不断下降，这体现了劳动力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

过程，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失业方面，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不断攀升，而城镇登记失

业率在 2003 年后基本围绕 4.1% 的水平线上下波动。总体而言，失业人数与就业总人数同步增

长，未来需要谋求降低失业率的有效途径。由于劳动力就业直接关系到公众收入、社会稳定等重

大民生和发展问题，因此，探索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而寻求相应就业促进机制的研究方兴

未艾。既有文献从教育、工资、户籍、人口结构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然而罕有文献着重考察环

境污染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利于厘清环境污染的就业损

失效应，为进一步评估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和设计最优的环境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理论上，环境污染通过生理健康、个体生产率、人力资本积累等途径对劳动力就业产生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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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Zivin 和 Neidell，2018）。既有文献（Chen 等，2013；Ebenstein 等，2017）发现，中国淮河以北地区

因煤炭供暖政策导致总悬浮颗粒物（TSPs）和 PM10 的年平均浓度分别提高了 184 ug/m3 和 41.7 ug/m3，

这进一步导致北方居民的预期寿命分别减少了 5.5 年和 3.1 年。环境污染除了威胁居民的健康

之外，还影响了广大社会公众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对户外活动、消费出行、工作效率、情绪

行为等都产生不利影响（郑思齐等，2016），甚至一度出现逃离“北上广”的现象（肖挺，2016）。随

着环境污染对人们思维情绪和生理健康的影响，最终积羽沉舟，影响人们的就业状况，导致了个

体劳动生产率的降低（魏下海等，2017），最终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冲击（李佳，2014）。

然而在计量上，准确识别环境污染与劳动力就业之间因果关系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较好

地处理环境污染的内生性问题。这一问题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遗漏变量问题，可能存在某些不

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同时影响环境污染与劳动力就业，即使采取面板数据并控制随时间不变的固

体效应亦不能解决环境污染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污染的就业效应估计不一致。二是环境污

染指标的测量误差问题（He 等，2016）。既有文献（Ghanem 和 Zhang，2014）发现，地方政府为了减

轻环境考核压力，并不是切实下工夫提高环境绩效，而是玩起了数据游戏。显然，环境污染的统

计数据存在造假嫌疑将损害数据质量。同时，如果根据个体居住位置搜寻其最近监测点的污染

数据，以此作为个体污染暴露水平将导致测量偏误（祁毓等，2014）。三是自选择问题（Aragón 等，

2017），人类具有自我保护意识，所以从业者对环境污染具有响应行为，即从业者可能根据自身的

健康、收入等实际情况，逃离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而选择环境质量更好的地区就业。因此，处理

好环境污染的内生性问题是准确估计污染的就业效应的前提。

为了缓解环境污染与劳动力就业之间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 2005 年底环保问责

制政策引起的两控区（酸雨控制区和 SO2 污染控制区）城市与非两控区城市 SO2 排放的外生变化

为契机，①利用 2003−2013 年 28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

SO2 排放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SO2 排放显著降低了劳动力就业人数，并且这一效应

在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同时，环保问责制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周期性波动”特

征，短期效果明显，而长期效果大打折扣。就经济成本看，SO2 排放每年导致的就业损失超过

250 万人，经济损失年平均在 540 亿元左右，且成本逐年上升。

较之于以往文献，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注并处理了环境污染指标的内

生性问题。本文遵循 Chen 等（2018）的思路，借助于 2005 年底环保问责制政策引起的两控区城市

与非两控区城市环境污染（SO2 排放）的外生变化，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观察了这一外生变化对

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第二，为环境污染的就业效应提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特别是丰富了

中国的现有研究。既有关于环境污染对生理健康、个体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的研究绝大部分集

中于发达国家（Zivin 和 Neidell，2012；Currie 等，2015；Schlenker 和 Walker，2016；Chang 等，2016；

Lichter 等，2017；Gehrsitz，2017），虽然也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如孟加拉国（Carson 等，2011）、

墨西哥（Hanna 和 Oliva，2015）、秘鲁（Aragón 等，2017），但总体上相关研究还比较稀少。考虑到各

国环境风险和医疗条件的差异，而 92% 的与污染相关的死亡又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张    华：环境污染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① 为了强化地方政府污染减排的约束力，遏制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中央政府于 2005 年 12 月 3 日在《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首次提出，把环境保护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将考核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之一；

同时，建立问责制，对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环境事故、严重干扰正常环境执法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进行追责。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将环境

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之中（Chen 等，2018），并首次对环保实行问责，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文将这一政策称之为“环保问责

制”政策）。这种“指挥棒”的改变，具有引导地方政府官员行为选择的“风向标”作用，矫正过往地方政府官员“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行

为偏好。

•  43  •



所以发达国家的经验结论不一定适宜于发展中国家，这进一步彰显了寻求发展中国家证据的必

要性。第三，估算了环境污染的经济社会成本，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准确识别环境污染的社会

福利效应对设计最优的环境政策至关重要，过高或过低估计将导致过严或过松的环境政策强

度，均不利于经济发展（He 等，2016）。本文从劳动力就业视角为环境政策的成本效益评估提供了

新证据，为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强度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紧密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二：一是环境污染影响健康的文献，另一是环境污染影响劳

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的文献。究其原因，环境污染可以通过影响劳动人群的生理健康来影响

个体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积累，这进一步影响劳动力就业供给。

关于第一类文献，医学领域的毒理学和流行病学已经证明，环境污染会直接影响个体生理

健康。医学文献发现，空气污染导致呼吸系统相关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气中的 SO2 浓度（陈

硕和陈婷，2014）。同时，空气中高浓度的细颗粒污染物（PM2.5 和 PM10）也是“看不见的杀手”，它

们会随着人类呼吸深入肺部，影响营养吸收、诱发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导致住院率和死亡率上

升（魏下海等，2017）、降低预期寿命。《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每增

加 1 倍，慢性障碍性呼吸道疾病死亡率就增加 38%。而令人谈虎色变的雾霾主要由 SO2、氮氧化

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组成，其对人体的危害之大促使中国政府开启“蓝天保卫战”。

虽然医学文献证实环境污染确实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健康，并没

有提供足够的证据（祁毓等，2014）。同时，这些文献大都基于个体或非随机样本且不考虑内生性

问题，并且较少关注地区性的影响因素（陈硕和陈婷，2014）。相比于医学文献，经济学文献更加

关注环境污染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借助于准自然实验的方法着重解决环境污染的内生性

问题，以期揭示两者关系背后的“随机性”，为该领域提供了新证据。准自然实验的方法主要包

括工具变量法（IV）、双重差分法（DID）、断点回归法（RD）等。这类方法的核心思路是，捕捉某些特

定的事件或政策导致环境污染的外生变化，进一步观察这一外生冲击对健康（或疾病）的影响。

Schlenker 和 Walker（2016）以加利福尼亚东海岸 12 个最大机场的飞机起降增加日均污染水

平的机会，以飞机的滑行时间作为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发现飞机滑行时间越长，CO 污染浓度

越高；污染水平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导致机场 10 公里内 600 万人的呼吸和心脏相关的住院费用

增加 54 万美元。Currie 等（2015）以美国 1 600 个有毒气体排放工厂的营业和关闭为准实验机会，

借助于 DID 方法发现有毒气体显著影响工厂 1 英里之内的空气质量，并且工厂营业导致周围

1 英里婴儿低出生体重的概率增加约 3 个百分点。Chen 等（2013）、Ebenstein 等（2017）使用 RD 方

法发现，中国淮河以北地区的煤炭供暖降低了居民预期寿命。同时，一些学者同时使用多种准实

验方法以达到研究目的。例如，He 等（2016）运用 DID 和 IV 方法发现，为顺利举办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一些城市采取临时性、阶段性、强制性的减排政策显著降低了 PM10 浓度，并且 PM10 浓度每

下降 10%，婴儿死亡率将下降 8%。

关于第二类文献，学者们一般使用两种方法估计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供给的影

响，分别是最小二乘法（OLS）和准实验方法，并且前者数量占绝大多数，后者主要借鉴第一类文

献的研究思路。最初，Zivin 和 Neidell（2012）使用 OLS 方法发现，臭氧污染显著降低美国加州中

央谷农场计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Chang 等（2016）进一步将研究视角切换到室内污染，发现细颗

粒污染物（如 PM2.5）虽然是室外污染物，但是容易渗透到室内，并显著降低室内包装工人的劳动

生产率。不同于上述文章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普通人群，Lichter 等（2017）运用 1999−2011 年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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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足球运动员的面板数据，以传球总数衡量运动员的生产率，发现空气污染显著降低了运动

员的传球次数，拓展了环境污染的受害人群范围。另外，Aragón 等（2017）评估了细颗粒物对劳动

力供给的短期影响，发现环境污染显著降低了劳动力供给。虽然上述四篇文章均使用 OLS 估计

方 法 ， 但 文 章 或 多 或 少 讨 论 了 环 境 污 染 的 内 生 性 问 题 。 为 了 避 免 陷 入 内 生 性 难 题 的 漩 涡 ，

Hanna 和 Oliva（2015）、Isen 等（2017）使用了准实验方法。总的来看，这两篇文献的思路不谋而合，

也一致于第一类文章中 He 等（2016）的研究思路，由此本文的两类文献在此交汇。

相比于国外研究，国内文献并不重点关注环境污染的内生性问题，绝大部分文献并没有使

用准实验方法，而以 OLS 方法和 GMM 方法为主。杨俊和盛鹏飞（2012）利用 1991−2010 年中国省

级面板数据发现，环境污染促进了当期的劳动生产率，而抑制了下一期的劳动生产率。对此，他

们解释为环境污染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环境污染增加带来的“生产效应”和

“决策效应”的总和。郑思齐等（2016）利用大众点评网线上点评数据与环保部发布的 PM2.5 浓度

数据，发现空气污染会降低居民的外出就餐频率和满意度。魏下海等（2017）遵循于 Lichter 等

（2017）的思路，利用 2014−2017 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522 场的比赛数据，发现空气污染显著降低

了球员的传球次数。祁毓等（2015）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显著制约了劳动力供给与劳动生产率，这

一结论与肖挺（2016）一致。与上述文献不同，李佳（2014）注意到环境污染的内生性问题，以各地

区的城市化率和主要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作为 SO2 排放量的工具变量，发现 SO2 排放量每上升

1%，将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 0.028%，并且环境污染的劳动力供给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

梳理上述文献发现，关于环境污染影响健康的研究，医学文献与经济学文献互为补充，研究

较为成熟，并且绝大多数经济学文献均使用准实验方法解决环境污染的内生性问题；相比之下，

关于环境污染影响劳动力的研究尚在快速发展之中，相关研究也在借鉴第一类文献的研究思

路。同时，虽然较少国内文献也关注了环境污染与劳动力这一议题，但并没有较好地处理环境污

染指标的内生性问题，研究视角大多集中于省级层面，也没有提供环境污染对不同产业劳动力

影响的证据，更加缺乏相关的环境社会福利分析。鉴于此，本文希望在上述问题上有所推进。

三、实证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为了估计环境污染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本文沿袭一般的环境污染健

康效应的文献（Aragón 等，2017；Lichter 等，2017；魏下海等，2017），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Yit = σ0+σ1Pit +X′itγ+αi+λt +εit （1）

εit Yit

Pit σ1

Xit

αi λt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表示随机误差项。模型被解释变量 表示地区劳动力就业水

平。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地区环境污染水平； 是本文最关心的估计系数，表示环境污染的就业

效应。 表示一组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对地区劳动力就业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采用双

向固定效应的方法，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 和时间固定效应 ，以捕捉那些无法观测的、不随时间

变化的因素和宏观性的共同冲击对地区劳动力就业水平的影响。

Pit然而，基准计量模型（1）中，由于遗漏变量、测量误差等因素使得环境污染变量 存在内生性

问题，因此使用 OLS 估计方法将得到有偏的环境污染就业效应。为此，本文基于 2005 年底环保

问责制政策引起的两控区城市与非两控区城市环境污染的外生变化，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

（2SLS）的估计方法，遵循 Schlenker 和 Walker（2016）、He 等（2016）和 Isen 等（2017）的思路，构建如

下计量模型：

第一阶段 : Pit = δ0+δ1TCZi×Postt +X′itγ+αi+λt +w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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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 Yit = β0+β1P̂it +X′itγ+αi+λt +uit （3）

P̂

Pit TCZi

TCZi Postt

TCZi β1

TCZi×Postt Pit

TCZi×Postt

TCZi×Postt

其中：2SLS 中的第一阶段是一个 DID 模型，根据式（2）估计出环境污染的预测水平 替换掉基准

计量模型（1）中的 ，得到 2SLS 中第二阶段的计量模型，即方程（3）。 为处理组的虚拟变量，

如果城市 i 在 1988 年被划定为两控区城市，那么 取值为 1，反之为 0； 为实施环保问责制

政策的时间虚拟变量，2005 年之后 取值为 1，反之为 0（Chen 等，2018）。2SLS 中， 是本文最

关心的估计系数，表示环保问责制政策引起的环境污染的外生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实际上，方程

（2）和（3）中，将交叉项 作为环境污染 的工具变量。理论上，合理的工具变量要满足

两个要求：相关性和外生性。其中，本文满足相关性要求，即环保问责制政策能够显著影响环境

污染，下文实证分析结果证明这一要求。关于外生性要求，计量上并不能直接检验。回顾两控区

的划定标准，其主要依据各地区的降雨 pH 值与空气 SO2 年平均浓度是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进

行划分，即两控区的划定标准主要依赖于当地的环境情况，而非就业情况。换言之，劳动力就业

变量并非反向影响交叉项 。同时，在下文实证部分，本文控制了经济社会等控制变量

以及个体效应、时间效应等变量，结果依然稳健，这意味着并没有证据表明环保问责制政策引起

的 SO2 变化与不可观测的潜在因素相关。总之，交叉项 具有一定的外生性。

与此同时，本文还可以进一步估计环保问责制政策对劳动力就业水平的影响，遵循 Isen 等

（2017）的思路，构建如下简约式（reduced-form）计量模型：

Yit = ψ0+ψ1TCZi×Postt +X′itγ+αi+λt + vit （4）

β1 = ψ1/δ1根据刘生龙等（2016），方程（2）、（3）和（4）中变量的估计系数存在如下数量关系： 。

这一数量关系有利于检验下文实证结果的准确程度。其余变量的含义一致于方程（1）。

（二）样本与变量。本文采用的样本为中国 2003−2013 年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非平衡面

板数据。所需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同时，由于

缺少城市层面的价格指数，因此以货币单位的名义变量，均以相应省级层面的价格指数进行消

胀处理，调整为以 200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

1. 劳动力就业。本文参照祁毓等（2015）、肖挺（2016）的做法，劳动力就业水平以年末单位从

业人员的对数来衡量。同时，下文考察了环境污染对就业影响的产业异质性，分别以第一、第二

和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的对数来衡量。

2. 环境污染。本文以 SO2 排放量及其相应变形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的指标。之所以采用

SO2 排放量而非其他污染物，是因为环保问责制与两控区政策的目标减排污染物为 SO2 这一污

染物。文献中，陈硕和李婷（2014）、李佳（2014）、Hanna 和 Oliva（2015）也采用 SO2 排放量估计了环

境污染的健康效应。一般而言，衡量环境污染的指标包括三类：污染物排放量、人均污染物排放

量和污染物排放强度，至于采用哪一类指标，既有文献并没有达成共识。鉴于上述考虑和数据的

可得性，本文采用下列三类指标：工业 SO2 排放量的对数、人均工业 SO2 排放量的对数和单位

GDP 的工业 SO2 排放量，并以第一类指标为主，后两类指标为辅。

3. 控制变量。本文参照 He（2015）、Lin（2017）、肖挺（2016）和沈坤荣等（2017）的工作，在控制

变量集 X 中纳入如下变量：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人口密度、财政自给率、受教育水平、金融

发展和人均收入。具体地，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资以

FDI 占 GDP 的比重衡量；人口密度以各地区年末人口总数与辖区面积比值的对数衡量；财政自

给率以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占一般预算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受教育水平以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

占地区人口总数的比重衡量；金融发展以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占 GDP 比重衡量；人均收入以各

地区人均实际 GDP 的对数衡量。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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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整体产业从业人数的对数（万人） 3 132 3.40 0.78 1.40 6.83

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对数（万人） 3 105 3.74 1.35 −0.11 9.17

第二产业从业人数的对数（万人） 3 132 7.11 0.98 3.76 10.61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的对数（万人） 3 132 7.34 0.76 4.42 10.98

工业 SO2 排放量的对数（吨） 3 110 10.59 1.12 1.10 13.43

人均工业 SO2 排放量的对数（吨/万人） 3 110 4.75 1.14 −2.96 7.94

工业 SO2 排放量占 GDP 比重（kg/万元） 3 108 10.51 14.99 8.03×10−4
237.70

tcz（两控区城市为 1，其他为 0） 3 135 0.56 0.50 0.00 1.00

post（2006 年及之后为 1，其他为 0） 3 135 0.73 0.45 0.00 1.00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3 130 49.13 11.32 15.70 90.97

FDI 占 GDP 比重（%） 3 006 2.24 2.48 0.00 37.58

人口密度的对数（人/km2） 3 132 5.71 0.91 1.55 7.87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3 130 14.50 8.36 3.97 102.70

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比重（%） 3 045 1.44 2.01 0.00 12.70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 GDP 比重（%） 3 130 75.62 43.68 7.53 619.30

实际人均 GDP 的对数（元/人） 3 130 8.98 0.70 7.26 11.89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回归。首先，本文使用 OLS 方法估计环境污染的劳动力就业效应，结果见表 2 第

（1）列至第（3）列。不难发现，不论模型是否包含控制变量和时间固定效应，SO2 排放对劳动力就

业的影响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意味着 SO2 排放并不会影响劳动力就业人数。当然，由于环

境污染存在内生性问题，使用 OLS 方法可能得到有偏的估计结果。表 2 第（4）列至（6）列进一步

报告了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容易发现，lnSO2 的估计系数符号分别为显著正、不显著正和显

著负。在控制了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第（6）列中， lnSO2 的估计系数为−0.3345，并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第一阶段 F 值为 16.994，大于 10，说明这里并不需要担心弱工具变量问

题；同时，由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个数正好等于内生解释变量的个数，故不存在过度识别问

题。上述结论表明，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SO2 排放量每增加 1%，就业人数则减少

0.3345 个百分点。为了对这个估计系数的含义有直观的理解，本文列举两个相反的例子（相关数

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的工业 SO2 排放量由 2003 年的 114 012 吨降至 2013 年的

52 041 吨，下降了 54.35%，那么，模型的估计系数意味着环境质量改善将会使北京的就业人数增

加 18.18 个百分点；与此相反，济南的工业 SO2 排放量由 2003 年的 61 437 吨增加至 2013 年的

81 118 吨，增长了 32.03%，这意味着环境质量恶化将会使济南的就业人数减少 10.71 个百分点。

由表 2 可知，在处理 SO2 排放指标内生性问题之后，SO2 排放显著降低了劳动力就业人数，证

实了环境污染的就业损失效应。这一结论符合经济直觉，并且与 Carson 等（2011）、Hanna 和

Oliva（2015）、肖挺（2016）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时，上述结果也表明，不考虑环境污染内生性问题

的 OLS 估计结果会低估环境污染对就业的影响。有趣的是，这一结论类似于 Isen 等（2017）的研

究工作。他们发现，在不考虑环境污染内生性的情况下，环境污染显著增加了劳动力就业和收

入。然而，在使用 1970 年清洁空气法案解决了环境污染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效应发生逆转，即

环境污染显著降低了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这表明，环境污染的内生性问题有可能导致完全相

反的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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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环境污染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基本回归结果

OLS 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第二阶段）

（1） （2） （3） （4） （5） （6）

SO2 排放量的对数
0.0051

（0.5933）

0.0044
（0.5567）

0.0116
（1.5921）

2.3431***

（3.1160）

1.8180
（1.0079）

−0.3345***

（−2.6988）

第二产业比重
−0.0030***

（−3.1044）

−0.0021**

（−2.3570）

−0.0264
（−1.1150）

0.0017
（0.9474）

FDI 比重
−0.0156***

（−6.3805）

−0.0141***

（−6.3627）

−0.0136
（−1.1957）

−0.0126***

（−4.1085）

人口密度
0.9001***

（9.2463）

0.3807***

（4.0512）

0.7951*

（1.7369）

0.3181**

（2.4460）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0.0094***

（8.9736）

−0.0035***

（−2.9215）

−0.0061
（−0.3752）

−0.0008
（−0.4371）

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比重
0.0258***

（3.9359）

0.0059
（0.9567）

0.0785
（1.3000）

−0.0139
（−1.2663）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 GDP 比重
0.0016***

（9.8875）

0.0008***

（5.1213）

0.0044
（1.5173）

0.0006***

（3.0085）

实际人均 GDP
0.3387***

（10.4907）

−0.0418
（−1.1767）

0.3958**

（2.4995）

−0.0741
（−1.4870）

常数项
3.3442***

（36.6865）

−4.9342***

（−8.4742）

1.5062**

（2.3193）

−21.4215***

（−2.6894）

−23.0430
（−1.2659）

5.5617***

（3.2777）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第一阶段 F 值 10.072 1.062 16.994

样本数 3 110 2 926 2 926 3 110 2 926 2 926

R2
0.0001 0.2894 0.4293 0.2163 0.4244 0.0228

　　注：（）内数值为 t 值，*、**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水平。
 
 

ψ1 = β1δ1

（二）方程（2）和（4）的回归结果。根据前文实证策略，本文进一步估计了环保问责制政策对

SO2 排放量（工具变量估计第一阶段，方程 2）、就业人数（简约式模型，方程 4）的影响，估计结果见

表 3。由表 3 第（1）列至第（3）列可知，在包含控制变量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前提下，TCZ×Post 的估

计系数为−0.1495，并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环保问责制政策显著降低了 SO2 排放

量，体现了行政问责制政策的有效性，与 Chen 等（2018）的结论一致。同时，由表 3 第（4）列至第

（6）列可知，不论模型是否包含控制变量和时间固定效应，环保问责制政策变量 TCZ×Post 的估计

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 2005 年底实施的环保问责制政策显著促进了就业人数。

根据方程（2）、（3）和（4）中估计系数的数学关系式 ，理论上可以推断出 TCZ×Post 的估计系

数为 0.0500[−0.1495×（−0.3345）]。对照表 2 第（6）列的实际估计系数（0.0499）可知，两者之间在数

量上非常接近，由此证明本文的估计方法正确、研究结论可信。

表 3    方程（2）和（4）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SO2 排放量的对数 被解释变量：就业人数的对数

工具变量估计第一阶段（DID） 就业人数的简约式模型（DID）

（1） （2） （3） （4） （5） （6）

TCZ×Post
0.0772***

（3.1737）

0.0289
（1.0306）

−0.1495***

（−4.1224）

0.1806***

（17.0980）

0.0533***

（4.7357）

0.0499***

（3.697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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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质性分析。

1. 产业异质性。上文分析了环境污染对劳动力就业的总体影响，然而这种基于总体宏观劳

动力就业人数的分析可能掩盖了潜在的产业结构差异，即环境污染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可能存在

差异。鉴于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环境污染对不同产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4。
 

表 4    环境污染影响劳动力就业的产业异质性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估计（第二阶段） 就业人数的简约式方程（DID）

（1） （2） （3） （4） （5） （6）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SO2 排放量的对数
0.8093**

（2.4278）

−0.2709*

（−1.8945）

−0.2514***

（−2.7385）

TCZ×Post
−0.1199***

（−2.9172）

0.0413**

（2.2544）

0.0369***

（3.6047）

第一阶段 F 值 16.004 16.994 16.99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 901 2 926 2 926 2 921 2 946 2 946

R2
0.1084 0.2473 0.0121 0.3614 0.4424 0.4510

 
 

由表 4 第（1）列至第（3）列可知，SO2 排放显著降低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就业人

数，回归结果与总体宏观劳动力就业人数一致；相反，SO2 排放促进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就业人

数，并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对此，肖挺（2016）提供了间接证据。他利用 2004−2012 年

中国 4 个直辖市和 26 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发现环境污染显著降低了劳动力就业人数，从而

认为环境问题是产生“逃离北上广”现象的推手之一。也就是说，环境污染导致大中城市劳动力

就业外流，产生“驱赶效应”。无独有偶，Chen 等（2017）利用热逆转（thermal inversion）强度的波动

作为环境污染的工具变量，发现环境污染显著增加人口净迁出率，支持了“驱赶效应”。由于大

中城市经济主要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而以农、林、牧、渔业等为主的第一产业主要集中

于城镇和农村地区，因此，劳动力转移效应可以较好地解释这种污染就业效应的异质性。需要注

意的是，即使存在劳动力向第一产业的转移，但是这种转移效应依然不能弥补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就业损失人数，导致环境污染的总就业效应为负。

ψ1 = β1δ1

同时，由表 4 第（4）列至第（6）列可知，环保问责制政策对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分别

为−0.1199、0.0413 和 0.0369。根据公式 ，可以推算出交叉项 TCZ×Post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1210（−0.1495×0.8093）、0.0405[−0.1495×（−0.2709）]和 0.0376[−0.1495×（−0.2514）]。可以看出，本

文实际的估计结果与公式推导结果非常接近，说明本文实证结果值得信赖。

2. 地区异质性。考虑到中国幅员广阔，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技术水平和制度安排等方面

均存在巨大差异，这导致了各个城市劳动力就业的地理分布和结构迥异。鉴于此，本文进一步考

 

续表 3    方程（2）和（4）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SO2 排放量的对数 被解释变量：就业人数的对数

工具变量估计第一阶段（DID） 就业人数的简约式模型（DID）

（1） （2） （3） （4） （5） （6）

样本数 3 110 2 926 2 926 3 132 2 946 2 946

R2
0.0036 0.0366 0.0923 0.0932 0.2953 0.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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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环境污染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地区差异。根据实际人均 GDP 水平和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本文

将样本内的城市分成三等分（低、中和高），以反映劳动力在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

差异性，估计结果见表 5。①可以发现，SO2 排放显著降低了高经济发展、高人力资本水平地区的

劳动力就业人数，而对低、中经济发展以及低、中人力资本水平地区的劳动力就业人数影响则并

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高经济发展、高人力资本水平地区的居民更重视自身的健康水平，更为

关注环境质量的提升（肖挺，2016），因此，环境污染的就业“驱赶效应”对这类地区更为敏感和显

著，这与李佳（2014）、肖挺（2016）的研究结论一致。值得注意是，表 5 中模型第一阶段 F 值绝大多

数小于 10，说明模型可能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上述结论需要谨慎对待。
 

表 5    环境污染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低经济发展水平 中经济发展水平 高经济发展水平 低人力资本水平 中人力资本水平 高人力资本水平

SO2 排放量的对数
−0.0145

（−0.1217）

−0.1408
（−1.2322）

−0.3818*

（−1.6702）

−0.2042
（−1.2170）

−0.0112
（−0.0902）

−0.3293*

（−1.6814）

第一阶段 F 值 4.948 12.086 7.421 5.862 8.031 7.672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931 1 010 985 917 1 003 1 006

R2
0.1895 0.0285 0.1918 0.0010 0.1764 0.0126

 
 

五、识别假定检验、稳健性检验与福利分析

（一）识别假定检验。尽管上文发现整体上 SO2 排放具有显著的劳动力就业损失效应，但这

一结果依赖于环保问责制确实导致了两控区城市与非两控区城市 SO2 排放的外生变化，即第一

阶段方程（2）识别的可靠性。因此，本文进行了两组检验：一是共同趋势检验，方程（2）实际上是

一个 DID 模型，其有效的基本前提是政策未发生时处理组与控制组并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具

备共同趋势；二是安慰剂检验，旨在排除环保问责制的减排效应受到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干扰

的可能性。

1. 共同趋势检验。为了检验环保问责制政策发生之前两控区城市和非两控区城市的共同趋

势条件，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Pit = χ0+

2013∑
t=2004

χtTCZi×Yeart +X′itγ+αi+λt +ςit （5）

Yeart Year2010

t < 2006 χt

Pit

Pit

其中： 表示年份虚拟变量，如变量 表示 2010 年取值为 1，其他年份为 0；同时，本文以

2003 年作为基准年份，其余变量的含义与方程（2）一致。当 时，如果 不显著异于 0，则说

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环保问责制政策发生之前具备共同趋势；相反，如果 显著异于 0，则说明

处理组和控制组不满足共同趋势条件。 包括三类污染指标：SO2 排放量、人均 SO2 排放量和

SO2 排放强度。另外，方程（5）还具有另外一个优势，即可以估计环保问责制政策减排效应的动态

变化。相比之下，前文方程（2）的估计结果均为平均效应，从而忽视了不同时期的动态特点。因

此，方程（5）可以同时检验共同趋势条件与政策的动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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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 2003−2013 年两控区城市与非两控区城市的 SO2 排放量演变趋势看出，在环保

问责制政策实施之前（2003−2005 年），两控区城市与非两控区城市的 SO2 排放量都呈现较快的

上升趋势；在政策实施之后（2006−2013 年），两控区城市的 SO2 排放量保持了稳定且小幅度的下

降趋势，而非两控区城市的 SO2 排放量波动幅度较大，下降趋势不明显。这初步证明了本文符合

共同趋势的前提假定。为了进一步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对方程（5）进行回归，我们获得了“TCZ×
年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和置信区间。可以发现，无论何种环境污染指标，交叉项的估计系数

在 2006 年之前都不显著，这说明在环保问责制政策发生之前，两控区城市和非两控区城市在

SO2 排放上并无显著差异，满足共同趋势假设。

关于环保问责制政策的动态效应，在 2006 年及之后，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出现一些差异：第

（1）列中，交叉项系数在 2009 年、2010 年和 2013 年不显著，其余系数显著为负；第（2）列中，交叉

项系数在 2009 年和 2010 年不显著，其余系数显著为负；第（3）列中，交叉项系数均显著为负，且

绝对值越来越大。这说明，环保问责制政策有效降低了 SO2 排放强度，且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

来越大；同时，环保问责制政策对 SO2 排放量和人均 SO2 排放量的影响类似，在“五年规划”中的

前 2−3 年的减排效应较强且显著性较高，而在后 2 年的减排效应大大减弱，出现了减排的“周期

性波动”。这一结论类似于袁凯华和李后健（2015）、梅赐琪和刘志林（2012）的研究。前者发现，废

气排放存在政治周期性波动，仅在党代会前期存在有限度排放控制，然而党代会后期则呈现剧

烈增排的情形；后者发现，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超常规政治激励手段，会在不同类型的政策执行

主体中产生“政策行为从众”的行为模式，而这种模式客观上导致了节能约束性指标大打折扣，

最终整体上减弱了行政问责制的政策效果。总结而言，由于行政问责对地方执行行为的推动主

要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因此，仅局限于任务考核约束会导致官员缺乏足够的内在减排动

力，从而导致短期政策效果较为明显，而长期效果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甚至逐渐消失。这一结

论蕴含着需要建立污染减排的长效机制。

TCZ f alse
i ×Postt

2. 安慰剂检验。为了排除环保问责制的减排效应受遗漏变量干扰的可能性，本文遵循

Cai 等（2016）的做法，通过随机选择两控区城市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地，本文共有 159 个两控

区城市和 126 个非两控区城市，因此，随机选择 159 个城市作为处理组城市，并构造假的处理变

量 ，使用方程（2）的模型设定，对三类 SO2 污染物指标重复进行了 1 000 次回归，分

别获得了三类 SO2 污染物方程中处理变量回归系数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SO2 方程、人均

SO2 方程和 SO2 强度方程中，基于随机样本估计得到的回归系数均分布在 0 附近，均值分别是

−0.0006、−0.0008 和−0.0028，而三类方程的基准回归系数分别是−0.1495、−0.1496 和−4.4731，小于

绝大部分模拟值，可被视为极端值。这意味着，第一阶段环保问责制对 SO2 污染物的减排效应并

未受到遗漏变量的干扰，这将为第二阶段的工具变量回归奠定了基础。

（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环境污染的其他指标。前文基本回归部分主要使用了污染物的“绝对值”作为衡量

环境污染的指标，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这里使用污染物的人均值和排放强度这两类“相

对值”作为稳健性检验。表 6 报告了环境污染对整体产业就业人数和三类细分产业就业人数的

影响，其中第（1）列至第（4）列是人均工业 SO2 排放量的对数作为衡量环境污染指标的结果，第

（5）列至第（8）列是单位 GDP 的工业 SO2 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污染指标的结果。可以发现，所有

模型第一阶段的 F 值均大于 10，说明这里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并不严重。同时，人均 SO2 排放量

和 SO2 排放强度均显著抑制了整体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就业人数，并显著增加了

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人数，与前文结论一致，表明本文主要结论并不受 SO2 排放量具体指标形式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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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更换环境污染其他指标的回归结果

人均 SO2 排放量的对数 SO2 排放强度

（1） （2） （3） （4） （5） （6） （7） （8）

整体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整体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SO2 污染指标
−0.3344***

（−2.7103）

0.8094**

（2.4227）

−0.2709*

（−1.8995）

−0.2513***

（−2.7585）

−0.0112***

（−3.2014）

0.0265***

（2.6585）

−0.0091**

（−2.0444）

−0.0084***

（−3.2633）

第一阶段 F 值 16.925 15.926 16.925 16.925 61.917 60.589 61.917 61.91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 926 2 901 2 926 2 926 2 926 2 901 2 926 2 926

R2
0.0035 0.1047 0.2513 0.0264 0.2464 0.2564 0.3536 0.3043

 
 

（三）环境污染导致劳动力就业人数损失的

经济成本。结合上文结论和历年工业 SO2 排放

数据，表 7 计算了 SO2 排放导致就业损失的经济

成 本 。 平 均 而 言 ， 2000−2015 年 间 ， 每 年 由 于

S O 2 排 放 导 致 的 劳 动 力 就 业 人 数 损 失 超 过

250 万人；就业损失人数整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

下降的倒 U 形趋势，2005 年和 2006 年是就业损

失的“峰值”年，此后呈波浪式下降趋势，2015 年

就业损失人数降至考察区间的最低点。由于文

献中并没有关于中国劳动者工作一年的经济价

值数据，本文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

进行换算，计算出环境污染导致就业损失的经

济成本。由表 7可知，源于平均工资一直处于上

升通道，就业损失的经济成本也逐年增加。如果

将货币换算成 2000 年的不变价格，那么经济成

本从 2000 年的 240.42 亿元增加至 2015 年的

777.96 亿元，增幅达 223.58%，平均经济损失为

544.91 亿元。

为了进一步理解表 7 的结论，本文梳理了

关 于 环 境 污 染 健 康 成 本 的 相 关 文 献 。 He 等

（2016）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估计了空气污染减少的健康收益。根据中国

2010 年城市居民人口和统计生命价值方法进行估算，PM10 浓度每下降 10 ug/m3，城市居民死亡

人口将减少 285 190 例，相应所节省的货币价值超过 3 670 亿美元，占当年 GDP 的 6%。与本文

相近的一篇文章中，Chen 等（2018）估算出 2005 年的目标绩效考核可以降低 4.1 ug/m3 的 SO2 浓

度，由此减少的疾病发生率价值 2.2 亿元（1997 年不变价格）；同时，该政策也导致 PM2.5 浓度下

降 1.5%，拯救了大约 833 个生命，生命价值为 4.9 亿元（1997 年不变价格）。另外，陈硕和陈婷

（2014）也推算出，SO2 排放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在 18 万人左右，导致的相关医疗费用超过 3
000 亿元。上述文献主要从生命价值的角度估算环境污染的健康成本，由于既有文献对生命的

经济价值只给出一个估计区间，因此上述文献估算的污染健康成本波动较大。本文从劳动力的

表 7    环境污染导致劳动力就业人数损失的
经济成本估算

年份
工业 SO2 排

放量（万吨）

就业损失人

数（万人）

平均工资

（元）

经济损失

（亿元）

2000 1 612.5 257.6 9333 240.42

2001 1 566.6 255.1 10 622 270.97

2002 1 562.0 254.9 12 013 306.21

2003 1 791.4 266.8 13 304 354.95

2004 1 891.4 271.7 14 088 382.77

2005 2 168.4 284.4 15 556 442.41

2006 2 237.6 287.4 17 095 491.31

2007 2 140.0 283.2 18 871 534.43

2008 1 991.3 276.4 20 495 566.48

2009 1 865.9 270.5 23 031 622.99

2010 1 864.4 270.4 24 523 663.10

2011 2 017.2 277.6 25 962 720.71

2012 1 911.7 272.7 28 518 777.69

2013 1 835.2 269.0 29 086 782.41

2014 1 740.4 264.2 29 663 783.70

2015 1 556.7 254.6 30 556 777.96

　　注：表中平均工资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所有货币

单位的名义变量通过 GDP 平减指数调整为以 2000 年的不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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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价值出发，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代替每一个劳动力的经济价值，因此，本文的结

论将是一个下限，并补充了相关文献。

六、结论与启示

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环境污染和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

重要挑战和热点问题。关于环境污染与劳动力就业间关系的理解与认识，不仅关系就业民生的

社会问题，更关系环境政策的成本效益评估与最优环境政策设计的重大战略问题。然而，既有研

究大多忽略了就业民生中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作用。鉴于此，本文根据中国 2003−2013 年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 2005 年底环保问责制政策引起两控区城市与非两控区

城市 SO2 排放的外生变化，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检验了 SO2 排放对劳动力就业的影

响。研究发现：（1）SO2 排放量每增加 1%，劳动力就业人数则减少 0.3345 个百分点；（2）SO2 排放

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具有产业和地区异质性，显著降低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就业人

数，但增加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就业人数；同时，SO2 排放的就业抑制效应在高经济发展和高人

力资本的子样本中更为显著；（3）整体而言，环保问责制政策有效抑制了 SO2 排放量，但减排效应

具有“周期性波动”特征，短期效果明显，而长期效果则大打折扣；（4）SO2 排放每年导致的劳动力

就业人数损失超过 250 万人，经济损失年平均约 540 亿元，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损失也逐

年增加。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环境污染治理不仅可以提升环境质量、建设美丽中国，藉此满足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可以缓解就业损失。因此，污染治理具有环境、经济效益的“一箭双雕”作

用。本文结论反映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寓意，也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关系理念一致。结合核心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加大污染

治理力度，有效抑制环境污染的就业损失效应。虽然近年来环境支出的规模不断提升，但与欧

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面临环境支出不足的窘境。因此，持续增加环境支出依然是各级

政府的重要工作。一方面，地方政府应改变过往“重基建、轻环保等社会公共品”的支出偏好，提

高环境支出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需加大生态和环境转移支付，扩大支出范围，承担

一部分地方政府的环境支出负担，以缓解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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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 Labor
Employment：Evidence from the Poli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countability System

Zhang Hua1，2

(1. School of Economic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815，China)

Summary:  Employment is the greatest livelihood. At present，the number of unemployed people and the

number of employed people increase simultaneously，so we need to seek effective ways to reduce the unem-

ployment rate in the future. Since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major people’s livelihood and

development issues such as public income and social stability，researche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labor em-

ployment is grow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wages，household re-

gistration，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so on. However，it pays less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ollu-

tion on labor employment and neglects the endogeneity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re importantly，the an-

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conducive to clarifying the employment loss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provides scientific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evaluating the social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designing

optim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o address the endogeneity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this paper uses the exogenous changes of SO2

emission between TCZ（Two Control Zones）cities and non-TCZ cities caused by the policy of the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late 2005.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5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3，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effect of SO2 emissions on labor employment through employing the instru-

mental variable method and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1）1% increase in

SO2 emissions is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 of 0.3345% in labor employment on average；（2）SO2 emissions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labor employment i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but increase labor employ-

ment in primary industry；（3）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SO2 emissions on employmen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ub

samples of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igh human capital；（4）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the en-

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countability syste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yclical fluctuation”，that is，the short-

term effect is obvious，while the long-term effect is disappearing. In terms of the economic cost，the 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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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loss caused by SO2 emissions exceeds 2.5 million people，and the average annual economic loss is

about 54 billion Yuan. More importantly，the economic cost is rising year by year.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mainly reflect in the fol-

lowing aspects：（1）This paper focuses on and addresses the endogeneity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dicators.

In line with the ideas of Chen，et al.（2018），it uses the exogenous changes of SO2 emission between TCZ cit-

ies and non-TCZ cities caused by the policy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late

2005. Taking this as a breakthrough point，we further observe the impact of the exogenous changes on labor

employment.（2）This paper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 labor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specially enrich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China. In general，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bout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 physical health，individual productivity and labor supply

mostly focuses on developed countries. Although there are also studie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such as

Bangladesh，Mexico and Peru，the relevant studies are relatively scarce.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in envir-

onmental risks and medical conditions among countries，and the fact that 92% of pollution-related deaths oc-

cur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the empirical conclusion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not necessarily

suitabl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which further highlights the need to seek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

tries.（3）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which has strong prac-

tical significanc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ocial welfar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crucial to

the design of the optimal environmental policy. Too high or too low estimation will lead to too strict or too

loose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nsity，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is，this

paper 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the cost-benefit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employment，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make decisions on the strength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O2 emissions； labor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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